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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為什麼研究專案書面質詢？ 

參、選舉制度與委任分立 

肆、臺灣選制改革脈絡下的理論與研究假設 

伍、研究設計 

陸、實證分析 

柒、討論與結論 

 

 

本文針對立法委員的書面形式的專案質詢進行探索式的分

析，並討論選舉制度改革是否影響立委代表行為的改變。區域立

委受選制改革影響較深，其選制從複數選區不可轉移單票制變革

為單一選區多數決制。本文認為在複數選區時，區域立委因為較

低的當選門檻，傾向關注特定族群及選區的特殊利益。然而，在

改制後的單一選區下，因為較高的當選門檻，區域立委有爭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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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選民支持的動機，進而關注普遍民眾及較廣泛地理範疇的利

益。本文分析過去學界所忽略的專案質詢，將質詢內容分成利益

分配取向以及地理範疇取向來看，前者包含「特殊利益」、「普

遍利益」及「不涉及利益分配」；後者分成「地方性」、「跨區

域性」、「全國性」、「兩岸關係」及「國際關係」等類。研究

發現，區域立委相較不分區立委無論第五、第七屆前後均關注較

多特殊利益，但在第七屆時增加更多普遍利益的關注。此外，區

域立委相較不分區立委雖然也較關注地方性議題，但是第七屆

時，他們增加在跨區域性及全國性議題的關注。本文認為這是因

為區域立委在單一選區下有動機成為「全民代表」而不是純粹「選

區代表」有關，因此在選制改革後，他們在專案質詢中關注較多

普遍利益及廣泛地理範疇之議題。  

關鍵詞：  委任分立、專案質詢、選舉制度、選制改革、代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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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文聚焦選制變遷如何影響立法委員的代表行為。2005 年第七

次修憲案不僅將立委總額減半，也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亦即並立式

的混合選制（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其中，區域立委

所受影響最大，因為其選制從複數選區不可轉移單票制（single non-

transferable vote in multi-member district, 以下簡稱 SNTV-MMD）變

革為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single-member district with the plurality 

rule）。在選制改革前，臺灣其實就有引入封閉式政黨名單比例代表

制來產生「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以下簡稱「不分

區立委」）。不分區立委仍維持原先選制產生，但過去是依據各政黨

在區域立委選舉的全國總得票率，且超過 5%門檻始能分配席次；改

制後則允許選民可對支持的政黨投下政黨票，同樣得票率需要超過

5%門檻始能分配席次，因此不分區立委所受的影響較小。至於原住

民立委的選制同樣不變，仍維持以 SNTV-MMD 產生，只是總席次從

八席減少為六席，且平地、山地原住民席次各半。  

混合選制亦即結合地方選區層級和政黨名單層級在同一次選舉

中舉行。選制改革者原先期望，混合選制可以藉由地方選區與政黨名

單產生的國會議員調和地方與政黨的利益，並兼顧特殊與普遍利益

並存在國會（Shugart & Wattenberg, 2001）。因此在過去有許多研究

好奇混合選制是否能同時產生「委任分立」（mandate-divide）的民

意代表，也就是地方選區的國會議員代表選民，理應較關注地方上的

利益；政黨名單的國會議員代表政黨價值，理應多關注與全國性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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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意識形態相關的政策。 1 如果混合選制真的能產生委任分立的

民意代表，當黨意與民意在某一項政策有歧見時，可預期的是，地方

選區的民意代表往往站在選民的立場，投下與自己政黨多數立場相

反立場的跑票（defection）決定，政黨名單的民意代表則多捍衛政黨

的立場。然而，實證研究沒有一致性的發現（Bawn & Thies, 2003; 

Crisp, 2007; Shugart & Wattenberg, 2001）。  

國會議員在國會裡的活動基本可以分成「立法活動」（ legislative 

activities）與「非立法活動」（non-legislative activities）。前者包含

制定新法律或修改現有法律的立法提案及連署，後者諸如質詢

（Martin, 2011a）、發言（Giannetti & Pedrazzani, 2016; Proksch & 

Slapin, 2010）、議程決定的動議（Akirav, 2021）、公聽會的舉行等

活動。非立法活動在國會中同樣扮演重要的功能，但這方面的研究一

直受到學界所忽略（Russo & Wiberg, 2010）。  

本研究以質詢作為觀察標的，並想要瞭解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

委在質詢所涉及的議題，其利益關注傾向是否受到選制改革的影響，

以檢視立委如何代表選民。立法院有書面形式的「專案質詢」，但鮮

少被學界所關注，但專案質詢其實可提供立委其代表行為及議題關注

等豐富的資訊。選制改革後，作者認為選區規模（district magnitude）

的變化應該會影響區域立委在議題關注及其利益分配取向的改變。

理論上，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法委員，應該更加關注特殊利益

（particularism），這是因為區域立委需要定期接受選舉的洗禮，因

                                                        

1. 在西方有不少國家的小黨是代表特殊族群的利益，有些則是地方性的小黨，他們所關心的

政策與政黨的意識形態有關。這邊所要強調的是，由地方選區及政黨名單產生的國會議員，

理應在議題關注上有選區或政黨意識形態導向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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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們有動機爭取特殊利益來回饋選民。然而作者認為，選制改革

後，單一選區下的區域立委應該有更多動機去代表更多元的選民，因

此他們會增加更多普遍利益議題的關注，且關注的地理範疇不再僅

限選區或地方議題，而是觸及更廣泛跨地理性乃至國際議題。  

貳、為什麼研究專案書面質詢？ 

質詢在內閣制及半總統制國家的國會是一個重要的立法程序。

首先，起草和提交質詢稿需要花費時間和其他機會成本，並排擠其他

國會活動的參與（Martin, 2011a）。其次，質詢是立法者向不同的政

治行為者，如政府、政黨、媒體、一般大眾，甚至是利益團體或國會

議員同僚，在政策上傳遞立場的訊號工具（Martin, 2011a）。第三，

質詢可以有效地從政府官員蒐集關於政策制定與實施情況的資訊，

以瞭解政府作為或不作為的理由（Norton, 1993; Rozenberg & Martin, 

2011; Russo & Wiberg, 2010; Saalfeld, 2000）。第四，質詢是要求政

府對政策或事件課責的重要機制（Martin, 2011a; Saalfeld, 2000）。

第五，質詢可呈現國會議員的代表行為，例如 Papp（2021）研究發

現，來自農業人口比例較高的匈牙利國會議員，傾向提出較多關於農

業政策的問題。最後，因為質詢有上述特性，反對黨往往比執政黨國

會議員提出更多的質詢（Dandoy, 2011; Proksch & Slapin, 2011）。  

質詢有口頭和書面兩種形式（綜合比較請參見表 1）。首先，口

頭質詢發生在有開放媒體拍攝的公共議事場合。議事的公開往往上

演一場政治舞台劇，政黨、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之間激烈舌槍唇戰的

同時也產生許多爭議性的話題（Norton, 1993）。此外，在西歐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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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議員可以事先提供質詢綱要給政府部會，或是現場即時進行質

詢2，有些國家甚至口頭質詢完可以針對相關動議進行表決（Russo & 

Wiberg, 2010; Salmond, 2017）。3 由於龐大的國會議員人數，以及

口頭質詢時間的稀少性，政黨領袖經常介入黨籍國會議員的質詢主

題；相較之下，書面質詢可以涵蓋更多元的議題，且較不受政黨的干

預及議程的影響（Martin, 2011a; Russo & Wiberg, 2010）。此外，國

會議員經常藉由書面質詢處理地方活動補助、利益團體及選民陳情

等事務，且利益團體也相當關注書面質詢，因為政府需要在一定時間

內答復，且答復中可能揭露數字、圖表等重要資訊，甚至明確表達立

場，因此書面質詢仍具有重要性（Martin, 2011a; Russo & Wiberg, 

2010; Sozzi, 2016）4。  

質詢不完全是內閣制國家的議事程序，即便是總統制的多數南

美洲國家，有不同形式的質詢（ interpelaciones）機制（Alemán et al., 

2018）5。例如智利在有三分之一國會議員支持下，可以在特別會議

中向部會首長提出質詢，智利更有書面質詢（oficio）機制，讓國會

                                                        

2. 在有事先提供質詢綱要的口頭質詢場合中，除了愛爾蘭跟英國口頭質詢後不能進行辯論

外，其餘國家可以進行辯論，其他成員可以加入發言。 

3. 例如奧地利、比利時、歐盟、芬蘭、義大利、西班牙等國家，口頭質詢完可以進行辯論，

甚至表決動議。不過如果國會議員沒有事先提供質詢綱要，而是現場即時質詢，仍允許辯

論的國家有奧地利、比利時、芬蘭、愛爾蘭、挪威、葡萄牙、瑞典、英國。不過，沒有任

何西歐國會可以允許針對即時質詢相關的動議進行表決。 

4. 例如在英國，答復時間通常為一週，而在愛爾蘭、挪威和瑞典，政府必須在三至八天內針

對書面質詢提供答復，最長的正式規定答復時間長達兩個月，如奧地利。 

5. 南美洲國家像是阿根廷（僅限向內閣首長提出）、玻利維亞、巴西、哥倫比亞、哥斯大黎

加、厄瓜多、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馬、巴拉圭、秘

魯、多明尼加共和國、烏拉圭和委內瑞拉等國家都能向政府提出質詢（ interpelaciones）

（Alemán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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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可向政府提出問題，相關部門必須在一定時間內答復。研究發

現，智利國會議員經常透過書面質詢向政府表達對選區的關心，以強

化國會議員與選民的連結（Alemán et al., 2018; Gamboa & Toro, 

2018）。即便總統制的美國國會議員沒有質詢權，但仍能透過書面詢

問（ inquiry）以獲取政府相關政策資訊，必要時透過公開的公聽會

（hearing），或發動調查權，以事先取得書面證詞（ testimony），及

當面詢問以取得口頭證詞。6 

檢視過去立法院口頭質詢的相關研究，可以發現由於議事錄上

質詢資訊龐大，研究多鎖定特定議題或政策。本文選擇以書面形式的

專案質詢為研究素材有幾項原因：首先，專案質詢的研究尚未見於國

內學術期刊。第二，口頭質詢的議題常與各常設委員會的性質相關，

例如立委若所屬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自然會問較多教育及文化相關

議題；過去學者也發現立委喜歡進入財政、經濟、交通等「肉桶委員

會」，因為這些委員會最能為選區爭取特殊利益（pork-barrel）（黃

秀端，2000；羅清俊、張皖萍，2008；羅清俊、謝瑩蒔，2008）。因

此，若以常設委員會的口頭質詢分析代表行為，可能出現委員會屬性

所造成的偏差。  

  

                                                        

6. 參見：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s（https://www.everycrsreport.com/reports/RL 

30548.html）。 

https://www.everycrsreport.com/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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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立法院議事質詢的形式與提出時間點 

項目 
議  題 

急迫性 

質  詢 

時機點 
質詢形式 

誰負責

答  復 

有進一

步的討

論 4 

院會

(總) 

質詢 

(口頭)1 

是 會期期間；

同時與政府

官員答詢互

動 

 

即問即答。立委個人

質詢，詢答時間合計

不得逾 30 分鐘。政府

可能依立委要求提出

事後書面答復報告。 

另有政黨質詢，先於

個人質詢進行，以至

多 3 人聯合質詢為限。

代 表 政 黨 質 詢 之 立

委，不得再提出個人

質詢。  

行政院

院長或

各部會

首長 

可能 

發生 

委員會

質詢 

(口頭)2 

是 會期期間；

同時與政府

官員答詢互

動 

 

即問即答。立委個人

質詢，詢答時間合計

不得逾 30 分鐘。政府

可能依立委要求提出

事後書面答復報告。  

各部會

正副首

長或高

階公務

員。 

可能 

發生 

專案 

(書面)

質詢 3 

否 會期或休會

期間皆可提

出 

與議題相關的部會需

要在 20 日內答復，必

要時可展延 5 日。 

由質詢

議題相

關之部

會。 

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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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立法院每年有兩個會期，新會期開始時，行政院院長會進行施政

報告，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21 條，立法委員為前項之質

詢時，得將其質詢要旨以書面於質詢日前 2 日送交議事處，轉知

行政院。但遇有重大突發事件，得於質詢前 2 小時提出。另外，

依同法第 19 條，政黨也可以質詢，每一政黨詢答時間，以各政

黨黨團提出人數乘以 30 分鐘行之。但其人數不得逾該黨團人數

二分之一。  

註 2：  在第九屆（含）以後，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立法委員問政專輯有「委

員會質詢」的分類，但在第九屆以前則沒有此分類，而僅有「施

政質詢」，施政質詢包含院會及委員會的施政質詢。  

註 3：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18、22、23、28 等條規定，立法委員

對於政府各部會之施政方針、施政報告及其他事項，得提出口頭

或書面質詢。口頭質詢中未及答復部分以書面答復，並由議事處

列入議事日程，但質詢內容如果牽涉過廣者，得延長 5 日答復。 

註 4：  所謂有進一步的討論，是指政府官員可能在質詢過程中或後續與

立委就相關議題繼續討論交換意見，而非僅答復立委之質詢。  

註 5：立法院於 113 年 5 月 28 日修正《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並於 6 月

24 日由總統頒布實行，但因為司法院憲法法庭受理釋憲並裁准暫

時處分。因此上述原有條文已有修正但目前被凍結使用，本文完

成之際仍以本次修法前為準。  
  

反觀國內研究對於立法院不同形式書面質詢的用途缺乏研究。

作者認為院會（總）質詢及常設委員會所提出的書面質詢，與書面形

式的專案質詢應該有不完全相同的性質及用途。舉例來說，總質詢是

在行政院院長每一會期後做完施政報告後開始進行，常設委員會的

質詢同樣需要登記發言，未及在會議中提出登記，或已口頭質詢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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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只能改以提交書面質詢7。作者認為立委在院會及委員會的質

詢內容一般多受議程影響，雖然仍有立委自顧提出自己想要問的議

題，特別是當政壇發生重大事件時。相較之下，專案質詢在會期中及

休會期間皆能提出。由此可預期立委在專案質詢中可以表達其他同

樣重要但未受媒體關注的議題，以及與選區地方事務相關之議題。因

此，專案質詢應更能呈現立委多元的代表行為。是故本研究僅觀察專

案質詢，而排除院會以及委員會的書面質詢以避免可能的偏差。院會

以及委員會中的書面質詢，理應連同口頭質詢一起分析才是。  

參、選舉制度與委任分立  

不同的選制提供國會議員不同的動機，進而影響其立法行為

（André et al., 2014; Carey & Shugart, 1995）。以候選人為中心

（candidate-centered）的選制，比如單一選區多數決制，地方選區的

國會議員需要代表選區的利益，並向選民宣稱他們爭取的功勞

（credit-claiming）（Fenno, 2003; Mayhew, 1974）。因此，他們有追

求個人選票（personal vote）的動機，以在選戰中脫穎而出或是威懾

潛在對手的挑戰（Cain et al., 1984, 1987; Carey & Shugart, 1995）。

相反地，以政黨為中心（party-centered）的制度，例如封閉式名單比

例代表制（closed-list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CLPR），政黨的聲

望愈好，愈後面排序的政黨名單候選人愈有機會當選。因此國會議

                                                        

7.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21、28 條，針對行政院施政方針、施政報告、預算案之質詢，

立委需要登記口頭質詢，未及在會議中提出口頭質詢之登記，或已口頭質詢過之立委，不

得重複登記質詢，但可以改以提交書面形式進行質詢。因此，這些書面質詢往往與議程有

關，應該視為院會或委員會口頭質詢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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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只需要仰賴政黨標籤而不需要強調個人特質，並積極參與有利

於政黨聲望的立法活動（Bawn & Thies, 2003; Crisp, 2007; Crisp & 

Desposato, 2004; Crisp et al., 2004）。不過，在開放式名單比例代表

制（open-list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OLPR）下，由於選民可以對

政黨名單上的候選人進行排序，國會議員因此有強調個人特質的動

機，例如做更多選民服務或是邀功自己對選區的貢獻（Ames, 1995a, 

1995b; André & Depauw, 2013; André et al., 2012）。  

混合選制同時選出選區與政黨名單國會議員，最常見的混合型

態就是以單一選區多數決制選出代表地方的民意代表，以及以 OLPR

或 CLPR 選出政黨代表。混合選制期望「委任分立」下的民意代表可

以調和地方與國家的利益，也就是地方選區的國會議員代表地方及

選民的利益，政黨名單的國會議員代表政黨價值或全國性利益，兩者

合一形成「最佳的選制組合」（best of both worlds）（Shugart & 

Wattenberg, 2001）。過去多數的研究以記名表決為標的，但研究結

果並無一致性的結論。有些研究驗證委任分立存在於混合選制，亦即

發現選區議員需要向選民負責，因而經常在爭議性的政策上，比政黨

名單議員更容易跑票（Batto, 2012; Clark et al., 2008; Kunicova & 

Remington, 2008; Sieberer, 2010; Stratmann, 2006; Thames, 2001, 

2005）。更多的研究是發現兩類代表的跑票程度沒有顯著差異

（Ferrara, 2004a, 2004b; Haspel et al., 1998; Herron, 2002; Ishiyama, 

2000; Kerevel, 2010; Kulishek & Crisp, 2001; Mayorga, 2001; Rich, 

2014; Thames, 2005）。少數的研究竟然是發現政黨名單議員比選區

議員更容易跑票（Becher & Sieberer, 2008; Ishiyama, 2000; Jun & Hix, 

2010）。  

有幾個原因可以解釋上述研究為何有不一致的結論。首先，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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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像是日本、義大利、德國實行候選人雙重提名（dual-candidacy）

的制度，讓候選人可以同時在地方選區及政黨名單上被提名。一旦候

選人在地方選區選舉中落選，仍然可以從政黨名單中「敗部復活」，

這些透過「雙保險」當選的國會議員可能有動機平衡他們作為地方選

民和政黨代理人的角色（Ferrara, 2004b; Pekkanen et al., 2006; Reed 

& Thies, 2001; Zittel & Gschwend, 2008）。其次，中央集權的政黨領

袖削弱選制原先的預期效果。當政黨領袖控制候選人的提名並掌控

競選資金命脈時，可以誘使黨籍議員進行以政黨為中心的競選活動

（Reed & Thies, 2001）。又例如，政黨領袖可能指派政黨名單國會

議員在艱困選區提供選民服務，以提高艱困選區的政黨票得票率

（Barker et al., 2001; Klingemann & Wessels, 2001）。因此，國會議

員的行為可能受到其他因素所汙染（contamination）。最後，有些國

家的政黨偏好在政黨名單提名組織性（利益）團體代表。因此，代表

利益團體的國會議員可能在與該團體有關的議題上跑票；混合選制

反而形成「最壞的選制組合」（worst of both worlds）（Bawn & Thies, 

2003）。  

此外，一些學者指出選票的開放性和選區規模也影響國會議員

的代表行為。與其他選制相比，CLPR 制下，選區規模愈大，政黨名

單國會議員愈沒有追求個人選票的動機，反而是增加強調政黨聲望

的動機，因此他們最沒有動機去爭取立法上的特殊利益；相反地，在

OLPR 或 SNTV-MMD 制下，隨著選區規模的增加，國會議員愈是積

極追求個人選票（André & Depauw, 2013; André et al., 2012; Carey & 

Shugart, 1995; Crisp et al., 2004; Shugart, 2013）。因此，複數選區整

體而言降低國會議員提供特殊利益的動機，除非他們有追求個人選

票以增加當選機率的強烈動機（Ashworth & Mesquita, 2006）。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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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當競選的成功主要取決於選民對候選人本身的青睞，國會議員

愈有動機強調個人的特質及正面的形象，使自己能與其他同黨候選

人作市場區隔；而當國會議員的當選取決於政黨形象，他們則訴諸從

事強化政黨正面形象的活動，以增加其當選機率。  

目前有少數比較研究發現選制的確影響國會議員的質詢行為。

Chiru（2021）發現，羅馬尼亞從 OLPR 制變革成混合選制後，地方

選區選出的國會議員在質詢中，提出更多與選區有關的議題。而一項

歐盟國家的比較研究更是提出有說服力的證據。歐盟各國以各自的

選制選出其歐洲議會議員（member of European Parliament, MEP），

研究發現，以政黨為中心的選制（如 CLPR 制）選出的 MEP 對歐盟

執行委員會的質詢數較少；相反地，以候選人為中心的選制（如 STV

或 OLPR 制）選出的 MEP 則較積極地提出質詢（Kaniok & Komínková, 

2019）。這是因為當選票結構開放選民選擇自己偏好的候選人時，

MEP 有追求個人選票的動機，進而提出更多的質詢。  

還有其他因素也會影響國會議員的質詢行為。舉例來說，義大利

自 2005 年後採用 CLPR 制，儘管國會議員沒有直接追求個人選票的

選舉誘因，實證研究顯示，義大利國會議員仍在書面質詢中詢問大量

地方性的議題，這與候選人具有地方政治背景和未來有參選地方民

選公職的規劃有關（Russo, 2011）。相反地，在加拿大，國會議員在

口頭質詢中很少詢問選區議題，除非公共政策牽涉的經濟利益和選

區特質高度相關，或是他們在上次選舉中勝選幅度不大（Blidook & 

Kerby, 2011）。最後，過往認為內閣制國家的國會乃是以政黨為中心

的選舉競爭，然而，Saalfeld（2011）駁斥這項看法。他發現英國國

會議員無論是執政黨或在野黨，如果議員的選區有很高比例的少數

族群，或者候選人本身具有少數族裔背景，他們會較積極提出與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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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有關議題的質詢。另外，同為內閣制的愛爾蘭，許多國會議員也

經常在書面質詢中向政府表達對選區議題的關心（Martin, 2011b）。 

這些研究表明，選制的確影響國會議員的代表行為。臺灣的選制

改革究竟如何影響立委的代表行為，是本文所好奇的。下一節作者將

在討論臺灣選制改革脈絡下提出本文的理論與研究假設。 

肆、臺灣選制改革脈絡下的理論與研究假設  

本文以臺灣作為個案研究，檢驗混合選制下的委任分立機制是

否存在於臺灣，以及選制改革是否對立委質詢的議題關注產生影響。

臺灣的選制變遷提供一個準自然實驗（quasi-natural experiment）的

政治環境，比較受到選制變遷衝擊的區域立委以及較不受影響的不

分區立委，其代表行為的差異。個案的研究的優點在於可以控制政治

制度和政治文化等外擾因素，透過比較改制前後立委立法行為的變

化差異，估計選制改革產生的政治效果（Blais et al., 2011; Crisp & 

Ingall, 2002）。  

關於立委選制改革前後的細節，礙於篇幅有限，本文不再此贅

述，讀者可以參考過去文獻對於 SNTV-MMD 的批評以及我國選制

改革的歷史脈絡（例如：Chi, 2014; Chin, 2003; Cox & Niou, 1994; Cox 

& Thies, 1998; Hsieh, 2009; Lin, 2006; Wu, 2003），以及對於單一選

區兩票制的討論（例如：Chi, 2014; Lin, 2006; 盛治仁，2006；蔡學

儀，2003）。作者希望直接討論選制改革對立委行為可能產生的效

果。首先，選制改革對於區域立委影響最大，不僅選區規模從複數選

區縮小為單一選區，且區域立委席次也從 168 席減少至 73 席。單一

選區下的區域立委究竟是更加關注選區及少數團體的特殊利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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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般民眾的普遍利益，從過去的文獻來看沒有一致的答案。例如

Lancaster（1986）認為，在複數選區下，由於民意代表與選民之間的

課責性不明顯，國會議員在肉桶立法上都能潛在搭便車（free rider）；

但單一選區選舉課責性高，國會議員有強烈動機積極爭取肉桶立法。

Norris（2004）也有相同看法，當選民對國會議員愈能辨識可課責性，

國會議員愈有動機追求個人選票。另一項針對英國、愛爾蘭、澳洲、

紐西蘭、加拿大五個英語系國家國會議員的調查同樣發現，單一選區

產生的議員對選區的關注程度甚於複數選區的議員（Heitshusen et 

al., 2005）。  

前述是比較各國不同的選制與立法行為差異的研究，但不是分

析單一國家選制改革前後對國會議員行為產生的影響。Hirano（2006）

分析日本先後兩次的選制改革，透過補助款與選票分布資料為觀察

對象，其研究發現單一選區的自民黨國會議員將爭取而來的政府資源

平均分散在選區，不過複數選區的國會議員明顯將政府資源聚集在

議員所屬家鄉，或是得票率較高的次級選區（sub-constituency）。8 複

數選區比單一選區時期的日本議員更注重特殊利益的授予。其他日

本的研究則發現，在複數選區時期，國會議員有強烈動機提出許多對

捐款的利益團體有利的法案，而非照顧一般選民的法案（Ramseyer & 

Rosenbluth, 1993; Scheiner, 2007）。然而改制後，單一選區的國會議

員雖然繼續訴求其個人選票，但他們開始廣泛接觸多元的選民，而非

僅與特定團體互動（Hirano, 2006）。近年  Catalinac（2016）研究發

現在複數選區時期，候選人在選舉公報上提出較多特殊利益的政見，

但改制後單一選區時期，候選人減少特殊利益的政見，反而增加更多

                                                        

8. 日本 1925 年選制從單一選區變革為複數選區，又在 1994 年將選制從複數選區變革為單

一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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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性政策（programmatic goods），特別是國防安全的政見。此外，

在無黨內競爭的單一選區，候選人在意識形態與同黨候選人趨同，而

在有黨內競爭的複數選區，同黨候選人在意識形態上反而較分歧

（Catalinac, 2018）。  

然而，與日本的經驗不一樣，國內的研究發現，在 SNTV-MMD

下，小選區的立委比大選區的立委更有動機在立法提案上分配特殊

利益（羅清俊，2009；羅清俊、廖健良，2009；羅清俊、謝瑩蒔，2008）。

然而，盛杏湲（2014b）研究卻發現，選制改革後在單一選區下，區

域立委減少特殊利益的提案，反而增加普遍利益的提案，這呼應

Downs（1957）的理論，單一選區下的候選人在政策議題立場會向中

間靠攏，以爭取中間及更多元選民的支持。  

另一方面，選制改革對不分區立委影響不大，他們能否被重複提

名以及在名單上的順位為何，幾乎由黨中央所決定。此外，在改制

前，各政黨提名機制差異僅在黨中央是否有成立提名委員會，或是另

外納入政黨幹部評分、黨員投票機制等（高偉綸，2011）9。選制改

革後，各政黨不分區立委提名機制，更是朝向由黨中央或是成立提名

委員會來決定。最後，選制改革後，由於選民可以投票給政黨，政黨

的形象、聲望對不分區立委席次獲得的多寡變得更加重要。因此，作

者認為不分區立委不僅對政黨較為忠誠，也較有動機去捍衛政黨的

政策，參與能夠增加政黨形象的活動，並在質詢中關注較多的普遍利

益而非特殊利益。  

                                                        

9. 各政黨中，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的提名機制較為多變，第二屆由黨中央決定，第三屆採納黨

員投票及政黨幹部投票，第四屆由黨員 100% 投票決定外，第五至第七屆則是採取不同比

例組合之黨員投票及民意調查。而新黨曾在第四屆採取開放初選（open primary）。其他

政黨多由黨中央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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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國會議員的代表行為基本上有兩個模型，一個是政

黨代表（ partisan representation），一個是地理代表（ geographic 

representation），前者描繪立法者為凝聚全國選民的集體代表，後者

將立法者描繪成向個別地理選區選民負責的代理人（ Powell Jr., 

2004）。政黨代表模型認為民意代表會為選民集體做出最符合公共利

益的決策，地理代表則認為民意代表向選民負責，並盡可能為選區爭

取利益。也因此，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的區分是本研究分析立委的

代表取向重要的變數。然而，兩個模型看似對立，但實際上民意代

表扮演多面向偏好代表（multidimensional preference representation）

的角色（Powell Jr., 2004）。  

此外，就過去文獻來看，不同選區規模下產生的區域立委，其利

益關注的取向是否有差異並無一致的發現。以臺灣的選制改革經驗

來說，作者認為 SNTV-MMD 下的區域立委有強烈誘因代表特定選

民或利益團體，例如代表農民、勞工、軍公教等，他們僅需要緊抓住

一小群選民的支持，就能在較低的當選門檻下當選。因此，在選制改

革前，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相比，在專案質詢上應該關注較多特殊

利益。此外，選區規模愈大，區域立委愈有動機去代表特定族群的利

益。這也意謂選區規模愈小的區域立委，其行為模式應該愈趨像單一

選區的立委。  

選制改革後，單一選區有利國民黨、民進黨兩大黨之間的競爭，

政黨的聲望對立委的選情扮演關鍵的角色（Stockton, 2010）。當只

有兩位競爭者時，候選人愈有動機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單一選區下

的區域立委雖然比過去複數選區時做更多選區服務，但也提更多的

法案，且增加更多普遍性利益的法案（盛杏湲，2014a，2014b）。因

此，作者認為選制改革後，單一選區的立委有動機扮演「全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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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ch-all representative）的角色，盡可能爭取多數選民的支持，照

顧各式各樣選民的需求。  

因此作者認為，雖然單一選區下的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委仍傾

向提出更多涉及特殊利益的質詢，但他們應該比過去更有強烈動機

去接觸並代表選區中各式各樣選民的利益（Catalinac, 2016; Hirano, 

2006），因而增加更多普遍利益議題的關注，因為這是最有效率照顧

選民利益的方式。反觀不分區立委，由於不是透過選區產生，不需要

經營選區，無論選制改革前後，應該傾向關注普遍利益。這也是為何

本文以特殊利益及普遍利益觀察立委的代表行為。  

另外，本文嘗試從質詢議題所牽涉的地理範疇來觀察立委的代

表行為。以特殊利益來說，其概念往往涵蓋由地理劃分的選區選民，

或是以社會經濟所定義的人民團體（Carey & Hix, 2013），例如勞工、

農民、軍公教人員等。過去的研究僅關注國會議員在質詢中關注多少

與地方選區有關的議題（Russo, 2011; Viganò, 2024; Zittel et al., 

2019），由此測量民意代表扮演地理代表的傾向。事實上，民意代表

不全然僅關心選區或地方議題，也可能關心跨區域性、全國性及全球

性的議題，只是過去的研究對此忽略。  

綜合前述，在複數選區時，區域立委僅需要搖著特定族群代表的

旗幟，就能夠當選。選制改革後，區域立委應該有強烈扮演「全民代

表」的動機，關注多元族群的需求。有些族群面臨的問題，不是僅限

於選區選民而是全國一體適用。對區域立委來說，全國特定族群的議

題獲得解決，自然也照顧到自己選區的選民。因此，關注像是跨區

域、全國性的議題最能涵蓋所謂一般社會大眾的事務。此外，許多民

眾也關心兩岸或國際議題，特別在單一選區高度政黨對決態勢下，候

選人無法避免去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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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認為，在選制改革前，區域立委應該比不分區立委

顯著關注地方議題。然而，在改制後，區域立委雖然仍舊關注地方議

題，但他們應該會顯著增加對更廣泛地理範疇議題的關注，往跨區域

性、全國性乃是兩岸與國際關係的方向質詢。由於本文僅分析選制改

革前後的第五屆及第七屆，研究假設陳述如下：  

H1-1: 第五屆時，區域立委，特別是複數選區下大選區的立委有

爭取個人選票的動機，相較不分區立委在專案質詢中關注

較多特殊利益的議題，且關注較少普遍利益的議題。  

H1-2: 第五屆時，區域立委，特別是複數選區下大選區的立委有

爭取個人選票的動機，相較不分區立委在專案質詢中關注

較多地方性的議題，且關注較少地理範疇較大的議題。  

H2-1: 第七屆時，由於單一選區的區域立委有爭取中間選民的動

機，相較不分區立委在專案質詢中除了關注較多特殊利益

的議題外，也顯著增加更多普遍利益議題的關注。  

H2-2: 第七屆時，由於單一選區的區域立委有爭取中間選民的動

機，相較不分區立委在專案質詢中除了關注較多地方性的

議題外，也顯著增加更多地理範疇較大議題的關注。  

本文認為不僅立委的議題關注有委任分立的差異，區域立委特

別受到選制變遷影響而改變其代表行為，因此，假設三為：  

H3-1: 第七屆的區域立委比第五屆的區域立委，在專案質詢中顯

著增加更多普遍利益議題的關注。  

H3-2: 第七屆的區域立委比第五屆的區域立委在專案質詢中顯

著增加更多地理範疇較大議題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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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設計 

作者透過「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立法委員問政專輯」(以下簡稱立

委問政專輯)中立委專案質詢的紀錄進行資料蒐集與編碼。由於質詢

數量龐大，作者僅選取選制改革前後各一屆，即第五與第七屆，並對

立委所有的質詢進行內容分析。之所以未選取第六屆，係因為該屆期

間通過第七次修憲案，因此，第六屆立委已經預期未來選制即將改

變，可能產生污染效應，進而調整自身的代表行為以符合未來新選制

的需求（盛杏湲，2014a；羅清俊、廖健良，2009）。  

一、依變數 

本研究依變數為立委在專案質詢中，其利益分配及地理範疇取

向的質詢數。在利益分配取向方面，本文參考政策議題政治（politics 

of policy issues）的概念（Wilson & DiIulio, 2001），簡單將利益取向

分成「普遍利益」或「特殊利益」（詳附錄表 A-1）。簡單來說，作

者判別專案質詢中，立委為民喉舌的對象是不特定多數的一般社會

大眾，還是少數特定族群，如只有自己選區的選民才受益，或是特定

族群。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立委在質詢中有時反映的是選區中多數

選民的利益，這必須看質詢中議題陳述的脈絡，是該選區才有的事件

或議題，還是實際上這個議題也普遍發生在其他縣市。  

舉例來說，透過修法或加強取締降地酒駕交通事故，成本由政府

負擔，但由不特定多數民眾受益，因此是普遍利益下的多數型政治。

另外，像是台中火力發電廠造成的空污問題，受影響的是台中市不特

定多數的市民，但空汙改善措施的成本由台電公司負擔，此案例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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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利益下的企業型政治。就特殊利益來說，立委為嫌惡設施，例如

國防部軍事用地、殯儀館、雲林麥寮六輕廠、新北市貢寮核四廠鄰近

鄉鎮的居民爭取回饋金，這涉及政府或企業編列預算饋贈周遭特定

地區的民眾，是特殊利益下的顧客型政治（政府 vs. 特定族群）或利

益團體型政治（企業 vs. 特定族群）。最後，也有「不涉及利益分配」

一類，這些質詢多為行政程序、府際關係等政府相關事宜。  

由於特殊利益不見然僅限於立委自己的選區，也可能是全國性

利益團體的利益。過去西方關於質詢議題的研究，多僅關注國會議員

關注多少比例的選區議題（Russo, 2011; Viganò, 2024; Zittel et al., 

2019），而未加區分是特殊抑或普遍利益。作者由於意識到普遍或特

殊利益授予的劃分，與以地理範疇劃分利益授予的概念不完全重疊，

本文也將地理範疇納入分析。就質詢議題所涉及的地理範疇，其劃分

概念源自廖達琪等（2013）在過錄選舉公報政見所採用的地理劃分方

式，原始變數共分成：「選區、單一地方、跨區域性、全國性、兩岸

關係、國際關係、不涉及地理範疇」等七類議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

區域立委除了關心選區議題，也會關心發生在其他縣市地方的議題。

此外，由於不分區立委沒有所謂的選區，但他們可能因為地緣性或曾

經是區域立委，也關心地方上的事務，因此若他們的質詢提到任一單

一縣市的議題，即算關心地方性議題。為比較區域與不分區立委，本

研究合併「選區、單一地方」兩類為「地方性」議題。此外，「不涉

及地理範疇」實際上等同「不涉及利益分配」，因此，地理範疇的分

析實際僅為五類（詳附錄表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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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變數 

本文的自變數是立委的代表屬性，亦即立委是區域、不分區或原

住民代表等三分類類別變數。不過，由於原住民立委數量較少，因此

排除在分析中。此外，過去研究指出，複數選區下，選區規模愈大，

國會議員追求個人選票的動機愈強（Carey & Shugart, 1995; Shugart, 

2013）。為了讓區域與不分區立委在迴歸模型中進行比較，作者將改

制前的選區規模（DM）平均值為 7 作為分界點，如果 DM≦7，歸類

為「複數選區下的小選區」，如果 DM≧8，則歸類為「複數選區下

的大選區」。10 

三、控制變數 

作者在分析中也包含幾個控制變數。第一類變數為立委的政治

資源。首先是立委隸屬的黨籍，為類別變數。過去研究指出執政黨的

立委可能花更多時間在地方服務，而在野黨立委則較積極參與立法

活動，如立法提案及質詢（王靖興，2009；盛杏湲，2008）。國民黨

和民進黨是主要兩個政黨。另外還有三個小黨：親民黨、臺灣團結聯

盟和無黨團結聯盟。然而，第七屆小黨僅有親民黨在山地原住民有席

次，以及無黨團結聯盟有三席。但由於無黨團結聯盟不是一個傳統定

義上的政黨，所以被排除在分析之外。11 

                                                        

10. 有數個原因支持這樣的變數操作。首先，便於比較不同代表屬性立委的質詢行為。其次，

改制前的區域立委，選區規模最小為 1，最大為 13，改制後均為單一選區，因為是常數難

以一起分析。第三，納入選區規模與不同代表屬性的立委進行交互作用，將產生複雜的模

型，不利於解釋本文所感興趣的選制效應。最後，如果 DM 每上下波動一席所產生的效應

很小，舉例來說，DM = 8 和 DM = 13 之間以及 DM = 2 和 DM = 7 之間的效應差異如果

很小，但兩個組之間比較卻有顯著差異，那麼兩個類別的比較較有意義。 

11. 無黨團結聯盟實質上是無黨籍立委的聯盟，第六屆才成立，其運作上不像其他的政黨，也

不存在黨團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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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立委的資歷，為連續變數。一般來說，新科國會議員通常

比資深國會議員在選區經營上不穩定，容易面臨強而有力的候選人

挑戰，因此新科議員往往積極地從事選區服務（Fenno, 2003）。作者

以擔任立委的屆數測量資歷。如果立委為新科立委則計數為 1，兩屆

立委則計數為 2，有些立委可能中途連任失敗，或是再回鍋擔任立委，

作者乃是計算立委有擔任立委的屆數，而不論其中間是否有中途連

任失敗或是離職。  

第三，立委是否曾有地方民選公職背景，為二分類變數。有研究

發現如果國會議員具有地方民選公職的經驗，他們比沒有相關經驗

的議員更積極爭取與地方密切相關的政策或經費（Crisp & Ingall, 

2002）。這或許因為先前在地方基層選舉爭取政策上特殊利益習性的

養成，或是受到原先選區支持者選票的壓力有關。  

第四，立委是否有地方派系背景，為二分類變數。地方派系往往

具有族群、宗族、地域、血緣或利益的共同關係的緊密團體，排斥派

系之外的人士共享政治資源，使其難以在地方政治環境立足與競爭。

因此具有地方派系背景的立委可能更加關注地方或特殊利益。本文

使用林明瑩（2013）從其他文獻所蒐集的地方派系資料。  

最後第二類的控制變數是人口變項：性別和教育程度，皆為類別

變數。首先，過去許多研究發現男性和女性政治人物在許多政治行為

和重要政策議題的看法存在明顯差異（ Lawless, 2015; Taylor-

Robinson & Heath, 2003）。其次，國內研究發現，具有特定專業領域

教育背景的立委也較關注與他專業背景有關的議題，以建立自己的

議題所有權（黃士豪，2017）。愈高教育背景的立委可能愈關注普遍

及廣泛地理範疇的議題。由於立委的平均教育程度都很高，本文將教

育程度重新編碼為三個類別：高中及以下、學士（含專科）和研究所

以上。上述各項變數的次數分配表請詳附錄表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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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實證分析 

作者在本節首先將交代描述性統計，並解釋統計迴歸模型方法

的選擇，最後呈現統計迴歸模型的分析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 

第五屆總席次為 225 席，任期三年，第七屆總席次為 113 席，

任期四年，兩屆均有立委離職或中途透過補選或遞補進入立法院。如

表 2 所示，第五屆共有 19,168 筆專案質詢，所有立委平均專案質詢

提案數為 82.8 筆，若扣除掉任職未滿六個會期的立委，平均質詢數

為 87.4 筆。另外，質詢數最多為 908 筆，約 13.4%的立委零質詢。

最後，平均立委每會期提出大約 14 筆專案質詢。  

至於第七屆共有 8,831 筆專案質詢，所有立委專案質詢平均數為

76.4 筆，若扣除掉任職未滿八會期的立委，平均質詢數可上升至 89.1

筆。12 另外，質詢數最多為 811 筆，有 15.8%的立委零質詢，平均

立委每會期提出約 11 筆專案質詢。由此可見，第七屆立委平均專案

質詢數是下降的。這可能與臺灣社會伴隨電視及新媒體的發達，以及

立委席次的減半，立委更有機會跟動機透過口頭質詢政府官員，以力

求媒體鏡頭前的表現有關。  

  

                                                        

12. 本研究排除第七屆立委王幸男，因為他個人共提出 3,188 筆專案質詢，遠超過其他同僚，

因此將他的案例視為極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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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第五屆及第七屆立委專案質詢數 

項目  
第五屆  第七屆  

Mean S.E. Min. Max. Mean S.E. Min. Max. 

整屆平均  

（全部立委）  
82.8 133.6 0 908 76.4 130.0 0 811 

會期平均  

（全部立委）  
14.1 22.3 0 151.3 10.7 17.0 0 101.4 

整屆平均  

（完整任期立委）  
87.4 137.7 0 908 89.1 144.1 0 811 

會期平均  

（完整任期立委）  
14.6 23.0 0 151.3 11.1 18.0 0 101.4 

立委數  

（全部立委）  
231 127 

立委數  

（完整任期立委）  
213 95 

零質詢立委數及百

分比  
31（13.4%）  20（15.8%）  

資料來源：作者蒐集整理自立法院立委問政專輯。  

註 1：  會期平均之計算是考量第五屆有 6 個會期，而第七屆有 8 個會期。 

註 2：第七屆資料不含王幸男（極端值）。  

表 3 及表 4 分別呈現不同代表屬性的立委的在不同利益分配及

地理範疇取向的專案質詢平均次數，且排除沒有提出任何質詢的立

委。在解讀表格數據時，須留意由於第七屆比第五屆多一年任期，因

此只能同屆立委之間互相比較，而不能跨屆比較，跨屆比較將在迴歸

模型中進行處理跟比較分析。  

首先，由表 3 可知，無論第五或第七屆，立委平均提出較多特殊

利益的專案質詢。其中，第五屆時，區域立委偏重特殊利益的質詢、

其次是普遍利益的質詢，其中，複數選區下的小選區區域立委，除了



100 東吳政治學報/2024/第四十二卷第一期 

 

 

不涉及利益分配的議題外，其他各項利益分配的質詢數都比大選區

區域立委要多。但不分區立委質詢較多不涉及利益分配的質詢，其次

才是普遍利益的質詢。到了第七屆，區域立委同樣偏重特殊利益的質

詢，其次是普遍利益的質詢，但是不分區立委關注最多普遍利益的質

詢，其次是特殊利益的質詢。  

 

表 3 

不同代表屬性立委利益分配取向專案質詢平均次數 

屆次 所有質詢 普遍利益 特殊利益 不涉及利益分配 

第五屆     

 所有立委 95.7 29.6 38.1 27.9 

 區域立委 98.5 30.8 40.5 27.2 

   小選區(DM≦7) 104.6 35.8 43.7 25.1 

   大選區(DM≧8) 94.6 27.4 38.3 28.6 

 不分區立委 86.2 27.1 26.3 32.8 

第七屆     

 所有立委 90.7 33.9 39.1 17.7 

 區域立委 83.2 31.5 39.4 12.2 

 不分區立委 128.6 47.5 41.9 39.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過錄自立法院立委問政專輯。  

註 1：  本表排除零質詢數之立委。  

註 2：所有立委含原住民立委。  

註 3：由於第五屆有 6 個會期，第七屆有 8 個會期，解讀上僅能同屆間

而不能跨屆比較。  

第二，由表 4 可知，無論改制前後，整體而言，我國的立委，無

論何種代表屬性，在專案質詢中關注較多全國性的議題，其次才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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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性議題，第三多的議題則是兩岸關係。國際關係議題及跨區域性議

題的質詢數量最少。比較有趣的是，第五屆時，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

委提出較多的地方性及全國性議題的質詢，但是第七屆時，不分區立

委反而比區域立委提出更多地方性及全國性議題的質詢。另外，第五

屆的複數選區區域立委中，除了地方性議題外，其他地理範疇的議

題，皆是小選區區域立委比大選區區域立委質詢數要多。  

 

表 4 

不同代表屬性立委地理範疇取向專案質詢平均次數 

屆次 地方性 跨區域性 全國性 兩岸關係 國際關係 

第五屆      

 所有立委 14.7 1.4 49.7 3.8 2.5  

 區域立委 17.2 1.1 51.7 3.2 2.0  

   小選區(DM≦7) 16.8 1.2 58.3 4.6 2.3 

   大選區(DM≧8) 17.4 1.0 47.2 2.3 1.9 

 不分區立委 5.1 2.0 41.6 6.5 4.4  

第七屆      

 所有立委 12.8 1.8 56.8 3.9 2.0  

 區域立委 12.6 1.8 55.2 3.0 1.4  

 不分區立委 14.9 1.8 70.4 7.7 4.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過錄自立法院立委問政專輯。  

註 1：  本表排除零質詢數之立委。  

註 2：所有立委含原住民立委。  

註 3：由於第五屆有六個會期，第七屆有八個會期，解讀上僅能同屆間

而不能跨屆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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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作者認為不能單就質詢數量來做比較，而必須比較這些類

別的質詢數佔立委所有質詢數的比重才能判定立委的問政重心，一

方面兩屆會期數不同；另一方面，第五屆時，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委

偏好提出專案質詢，但第七屆時，反而是不分區立委使提出較多專案

質詢，這也是本文接下來所要透過迴歸模型進一步作跨屆比較分析。 

二、統計迴歸模型 

本研究依變數是計數變數（count variable），但由於其抽樣分配

不是常態分配，而是呈現向右偏斜的波松分配（Poisson distribution），

且質詢數存在過度分散之情形，理應使用負二項迴歸模型（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 NBRM）進行分析（Agresti, 2007），然而，

誠如前述，立委專案質詢數量其實逐屆降低，特別是區域立委顯著減

少專案質詢的使用。因此，以比例呈現立委在不同利益取向及地理範

疇的質詢分配，應該更能觀察立委在專案質詢代表取向分配比重的

變化。研究者直觀上可能使用分數迴歸模型（ fractional regression 

model），例如比例、份額等介於 0 至 1 的變量，其通常用於估計二

分變數某一類事件發生的機率（Wooldridge, 2010），例如全班的出

席率（有出席的人數 /全班人數）、NBA 球賽的收視率（有收看的民

眾 /正在收看電視的民眾）。  

不過，嚴格來說，本文的依變數是二分類以上的組成變數

（compositional variable）。任何一類有數量上的變動，均牽動其他類

別的比例變化。因此，本文使用「廣義線型延伸至二項分配家族勝算

對數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extension to the binomial family 

with logit link）進行估計（Hardin & Cleves, 2000）。在迴歸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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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數依舊是計數變量，但是模型中加入個別立委的質詢總數，以讓

統計模型得以估計每一類別的計數在所有質詢數的占比。舉例來說，

當估計立委在特殊利益質詢的機率，實際上是估算其在特殊利益質

詢數的占比（ratio）跟「非特殊利益」（亦即普遍利益與不涉及利益

分配合計）的占比進行二分類變數的對數比例（ log-odds of the binary 

outcome）。此外，沒有提出任何質詢的立委則被排除在分析之外。

另外，考量到改制前後立委任期長度的不同，且有些立委因為各種原

因中途離職，或是後期透過補選、政黨名單遞補進入立法院，他們的

質詢數量因而較少，因此作者也加入立委在任會期數作為暴露變數

（exposure variable），控制任期長度對質詢數的效果，使係數值固

定為常數 1。  

三、專案質詢不同利益取向的分析 

表 5 呈現專案質詢中利益分配取向的迴歸模型分析，作者先描

述統計模型分析結果，再一起針對結果做綜合討論，以保持討論上邏

輯及文字使用的順暢。  

（一）第五屆的分析  

表 5 中模型 1、4、7 為第五屆的分析，結果顯示在複數選區下

的小選區（DM≦7）或大選區（DM≧8）區域立委，都比不分區立委

傾向提出更多特殊利益的質詢（模型 1）。此外，一如預期，複數選

區下的大選區區域立委相較不分區立委提出更多特殊利益的質詢，

同時也提出較少普遍利益的質詢。因此，假設 H1-1 是成立的。不過，

有趣的是，複數選區下的小選區區域立委卻比不分區立委提出較多

普遍利益的質詢（模型 4）。最後，複數選區下的小選區區域立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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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區立委，對於不涉及利益分配的議題缺乏興趣，他們比不分區立

委提出較少不涉及利益分配議題的質詢（模型 7）。  

（二）第七屆的分析  

表 5 中模型 2、5、8 為第七屆的分析結果，結果顯示單一選區

的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委均傾向提出較多特殊利益及普遍利益議題

的質詢（模型 2 及 5）。最有趣的莫過於第七屆的區域立委比不分區

立委關注更多普遍利益的議題。這有別於第五屆時的情況，複數選區

下的大選區區域立委較不關注普遍利益。因此，假設 H2-1 同樣是成

立。另外，單一選區的區域立委也比不分區立委顯著提出較少不涉及

利益分配議題的質詢。  

（三）兩屆綜合的分析  

表 5 中模型 3、6、9 為合併第五、第七屆的分析結果，整體而

言，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委傾向提出較多特殊利益的質詢。此外，整

體來說，雖然第七屆立委在特殊利益的議題關注是下降的，但交互作

用項顯示，第七屆的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委相較第五屆時顯著提高

更多特殊利益的質詢（模型 3）。若從邊際分析來看，主要是因為不

分區立委在特殊利益的平均質詢數從第五屆的 33 筆下降至第七屆的

29 筆所致，至於區域立委平均僅減少 1 筆（詳附錄表 A-4）。  

另一方面，雖然第五、第七屆全體立委在普遍利益質詢的比重並

無顯著差異，但是交互作用項顯示，第七屆時的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

委相較第五屆時顯著增加在普遍利益議題的質詢（模型 6）。若從邊

際效果來看，第七屆的區域立委平均比第五屆時多增加 5 筆普遍利

益的質詢，但不分區立委平均僅增加 1 筆（詳附錄表 A-4）。這也與

模型 5 中所顯示，單一選區的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委顯著提出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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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利益質詢的結果是一致的。因此假設 H3-1 是成立的，第七屆的

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委相較第五屆時顯著增加普遍利益的質詢。  

最後，整體而言，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委對於不涉及利益分配的

議題較不感興趣，甚至第七屆立委整體而言相較第五屆時更不感興

趣（模型 9）。若從邊際效果來看，無論區域或不分區立委對於不涉

及利益分配的質詢關注都是顯著下降，以致兩者在跨屆之間沒有顯

著差異（詳附錄表 A-4）。此外，複數選區下的小選區區域立委跟單

一選區下的區域立委對於不涉及利益分配的議題的行為模式趨同，

選區規模小的區域立委對於不涉及利益分配的議題較不關注。  

綜合以上結果，本文有以下幾個發現及推論。首先，區域立委需

要代表選區選民，他們自然有強烈動機為選民爭取地方建設或是解

決選民關心的事情，特殊利益的質詢比重在改制後第七屆時增加是

可以預期的，尤其在單一選區下，選民對民意代表辨識度高，也更能

對民意代表的表現問責（Lancaster, 1986; Norris, 2004）。其次，單

一選區的區域立委因為有代表多元選民的需求，因此他們同樣也有

動機提出更多普遍利益的質詢，使不同族群均能雨露均霑受到照顧。

此外，模型 4 呈現複數選區下的小選區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委顯著

要關注普遍利益的質詢，但是複數選區下的大選區區域立委則相對

較不關注普遍利益。這也反映出複數選區下的小選區區域立委，其代

表取向愈趨向單一選區的區域立委，具有動機去代表選區中各式各

樣的族群，而不像複數選區下的大選區區域立委，僅特別照顧自己家

鄉或是票源較為集中的次級選區（Hirano, 2006）。  

就其他控制變數的效果而言，礙於篇幅有限，本文僅就在各模型

中具有統計上一致性顯著差異的變數進行討論。首先，相較國民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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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其他政黨的立委在第五屆、第七屆均顯著提出較少特殊利益的質

詢，這可能與國民黨及地方派系連結較深有關（徐永明、陳鴻章，

2004；趙永茂，1996）。第二，就學歷來說，在第五屆時，無論學士

或研究所學歷的立委均比高中以下學歷的立委傾向提出更多特殊利

益的質詢。不過，雖然較高學歷的立委第五屆時，同樣傾向提出較多

普遍利益的質詢（模型 4），但第七屆時，他們同樣關注較多特殊利

益，卻關注較少普遍利益（模型 2 及 5）。由此可見愈高學歷的政治

人物不見得愈重視公共性的普遍利益，對民主政治來說並非是好事。

第三，女性立委比男性立委無論第五、第七屆時均傾向提出更多普遍

利益的質詢，這可能與女性政治人物為了在以男性為主的政治圈突

圍，需要盡可能代表更多元的族群以尋求支持有關。第四，愈資深的

立委愈不關注普遍利益，不過他們反而愈關注不涉及利益分配相關

議題的質詢。資深的立委或許因為不需要汲於經營選區，反而能將心

思關注在不涉及利益分配，但卻是重要的政府相關法制程序議題。第

五，有地方派系背景的立委比沒有該背景的立委愈不關注普遍利益

的質詢，但有無地方派系背景，對於特殊利益的質詢不見得有顯著差

異。最後，有地方層級公職選舉經驗的立委比沒有該經驗者，傾向關

注特殊利益，且減少不涉及利益分配議題的關注，這應該與他們從基

層政治做起，較積極關注選區地方議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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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案質詢不同地理範疇的分析 

質詢議題所涉及的地理範疇本文另一項觀察指標。過去的研究

僅關注國會議員在質詢中有多少比重放在選區（Russo, 2011; Viganò, 

2024; Zittel et al., 2019），但國會議員實際關心的議題非常龐雜，不

是僅有選區範疇內才被界定為特殊利益，分布在較廣泛地理範疇的

特定團體的利益也是特殊利益。換句話說，立委所代表的特殊利益不

見得僅存在選區中，同時也存在更廣泛的地理範疇。本文研究地理範

疇主要目的在於觀測，我國的立委究竟是僅扮演好地方選區的代表，

還是也扮演跨地理性多元族群的代表。  

（一）第五屆的分析  

表 6 呈現立委專案質詢中所涉及的五類地理範疇的迴歸模型分

析結果，其中，模型 10、13、16、19、22 為第五屆的結果。首先，

無論在複數選區下的小選區或大選區，區域立委都比不分區立委傾

向提出更多地方性議題的質詢（模型 10），不過較不傾向提出跨區

域性議題的質詢（模型 13）。第二，複數選區下的小選區區域立委

比不分區立委傾向提出較多全國性議題的質詢；然而，大選區區域立

委則比不分區立委傾向提出較少全國性議題的質詢（模型 16）。第

三，至於在兩岸與國際關係的質詢上，複數選區下僅有大選區區域立

委比不分區立委顯著提出較少兩岸議題的質詢（模型 19）；而在國

際議題上，複數選區下的大選區或小選區的區域立委均顯著比不分

區立委提出較少國際關係議題的質詢（模型 22）。  

（二）第七屆的分析  

表 6 中模型 11、14、17、20、23 呈現第七屆的結果。首先，原

先第五屆的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委傾向提出更多地方性議題的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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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但有趣的是，第七屆的單一選區區域立委卻比不分區立委顯著提

出較少地方性議題的質詢（模型 11）。第二，在 90%信心水準下，

單一選區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委傾向提出更多跨區域性議題的質詢

（模型 14）。第三，單一選區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委顯著提出更多

全國性議題的質詢（模型 17）。這項結果相當有趣，單一選區區域

立委不僅關注地方選區議題，也相當關注全國性議題，甚至比不分區

立委關注的程度要高。第四，在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議題的關注程度

上，單一選區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在質詢比重上均沒有達到統計

上的顯著差異（模型 20 及 23）。  

（三）兩屆綜合的分析  

表 6 中模型 12、15、18、21、24 為合併兩屆的分析結果。首先，

整體而言，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委顯著提出較多地方性議題的質詢。

雖然整體上，第七屆地方性議題的質詢比第五屆顯著增加，不過交互

作用項顯示，第七屆的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委相對於第五屆時顯著

減少在地方性議題的質詢（模型 12）。若從邊際分析來看，區域立

委在第七屆時比第五屆時平均減少 6 筆地方性議題的質詢，反觀不

分區立委平均增加 3 筆地方性議題的質詢，以致區域立委與不分區

立委相較擴大減少在地方性議題的質詢（詳附錄表 A-4）。  

第二，雖然兩屆的區域立委整體而言，相較不分區立委較不關注

跨區域性議題，且質詢比重在第七屆時更加減少。但是有趣的是，交

互作用項顯示，在第七屆時，單一選區區域立委相較不分區立委顯著

地提高跨區域性議題的質詢（模型 15）。從邊際分析來看，單一選

區區域立委比過去複數選區時，平均增加 0.8 筆跨區域性議題的質

詢，反觀不分區立委，第七屆時比第五屆時平均減少 2 筆跨區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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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的質詢，以致第七屆時僅在 90% 信心水準下，區域立委顯著較

不分區立委稍微關注區域性議題，但跨屆比較時，反而突顯區域立委

在第七屆時比第五屆時在跨區域性議題的關注（詳附錄表 A-4）。  

在全國性乃至兩岸及國際關係等地理範疇議題方面，首先，雖然

整體而言，兩屆立委在全國性議題的質詢比重沒有顯著差異，但是區

域立委比不分區立委提出較多全國性議題的質詢，且交互作用項顯

示，第七屆時的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委，相較於第五屆時顯著增加更

多全國性議題的質詢（模型 18）。從邊際分析來看，單一選區區域

立委比過去複數選區時，平均增加 11 筆全國性議題的質詢，反觀不

分區立委，第七屆時僅比第五屆時平均增加 1 筆全國性議題的質詢，

以致相較之下，區域立委顯著增加全國性議題的關注（詳附錄表 A-

4）。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五屆時，複數選區下的小選區區域立委，

比不分區立委關注更多全國性議題（模型 16），其代表行為模式與

第七屆的單一選區區域立委趨同（模型 17）。  

  



選舉制度改革與立委代表行為的差異：第五屆與第七屆專案書面質詢的分析 113 

 

 

 



114 東吳政治學報/2024/第四十二卷第一期 

 

 

 



選舉制度改革與立委代表行為的差異：第五屆與第七屆專案書面質詢的分析 115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自

行
蒐

集
整

理
。

 



116 東吳政治學報/2024/第四十二卷第一期 

 

 

第二，整體而言，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委顯著地減少在兩岸關係

及國際關係議題的質詢。雖然第七屆的立委整體而言比第五屆時減

少更多兩岸及國際關係議題的質詢，不過，交互作用項顯示，第七屆

的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委，相較第五屆時，顯著地提高更多兩岸及國

際關係等高層次政治（high politics）議題的關注（模型 21 及 24）。

從邊際分析來看，雖然區域立委並未在改制後顯著減少在兩岸及國

際關係的質詢，但是第七屆時的不分區立委相較第五屆時，平均減少

3 筆在兩岸及國際關係的質詢（詳附錄表 A-4）。也因此，第七屆時，

區域立委與不分區立委在兩岸與國際關係議題上的關注程度均沒有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模型 20 及 23），卻也突顯區域立委比不分

區立委在第七屆時顯著比第五屆時增加在兩岸與國際關係議題的質

詢，但實際是不分區立委顯著減少在這方面的質詢。  

整體來看，第五屆時，複數選區的大選區區域立委相較不分區立

委關注地理範疇較小的地方性議題，但他們比較不關注地理範疇較

大的議題，因此假設 H1-2 是成立的。第七屆時，單一選區的區域立

委相較不分區立委較不關注地方性議題，但卻關注地理範疇較大的

跨區域性以及全國性議題，不過沒有顯著地關心高政治的兩岸及國

際關係議題，因此假設 H2-2 只有部分成立。不過，區域立委在第七

屆時相較第五屆時，的確對地理範疇較大的議題顯著提高質詢比重，

特別是跨區域性及全國性議題，至於兩岸及國際關係議題則是因為

不分區立委減少這方面的質詢，以致突顯區域立委似乎也增加關注

程度，因此假設 H3-2 是部分成立。  

其他控制變數中同樣也有部分變數對立委的代表取向產生影

響，同樣限於篇幅，本文僅就具有一致性效果的變數進行討論。首

先，就政黨來說，作者僅發現無論第五、第七屆時，民進黨立委均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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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立委在專案質詢中要關注兩岸及國際關係議題。兩岸關係議

題向來是國民黨與民進黨意識形態最大的分野，不過民進黨立委在

兩岸與國際議題比國民黨立委更積極表達自己的疑問。其次，就立委

的學歷來說，無論在第五、第七屆時，大學或研究所學歷的立委均比

高中以下學歷的立委傾向在質詢中關注更多地方性議題，這結果與

表 5 類似，亦即愈高學歷的立委愈關心特殊利益。高學歷的民意代

表較關注特殊及地方利益，對民主政治來說可能並非好事，值得未來

關注。第三，女性立委比男性立委無論第五、第七屆時均關注較少的

地方性議題，但是卻關注更多全國性議題。此項結果與表 5 類似，

女性政治人物必須盡可能代表更多元族群的選民，才能在以男性為

主的政治圈脫穎而出，因此女性比男性立委傾向關注更多普遍利益

及全國性的議題。第四，具有地方派系背景的立委比非地方派系的立

委，在第五、第七屆時均顯著較不關心全國性以及兩岸關係議題。最

後，有地方層級民選公職經驗的立委比沒有地方層級民選公職選舉

經驗的立委，無論第五、第七屆時均傾向提出更多地方性議題的質

詢，且較不關注國際議題，這與他們從基層政治做起，符合積極關注

地方議題的期待。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首先，第五屆時，複數選區下無論大選區或

小選區的區域立委均較不分區立委在專案質詢關注更多特殊利益，

不過，大選區的區域立委相較不分區立委較不關注普遍利益，小選區

的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委較關注普遍利益。而在地理範疇上，複數選

區下大選區的區域立委，同樣相較不分區立委要關注地方性議題，但

他們較不關注較大地理範疇的議題，像是跨區域性、全國性、兩岸及

國際關係等。不過，複數選區下小選區的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委要關

心全國性利益。因此，假設一（H1-1 及  H1-2）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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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複數選區下的小選區區域立委，其代表行

為趨向於單一選區的區域立委。作者發現，第七屆單一選區的區域立

委相較不分區立委，在專案質詢中不僅關注較多特殊利益，也顯著增

加對公共利益的關注。不過，在地理範疇上，單一選區的區域立委相

較不分區立委卻顯著減少地方性議題的關注，但關注較多跨區域性

及全國性議題的質詢，其他兩岸關係及國際關係的議題則沒有達到

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因此，假設二（H2-1 及  H2-2）是部分成立。  

最後，由交互作用項可以發現，第七屆的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委

相較於第五屆顯著增加特殊及普遍利益議題的質詢。而在議題所涉

及的地理範疇方面，區域立委顯著減少在地方性議題的質詢，但在跨

區域性及全國性議題均顯著增加更多的質詢，不過，兩岸及國際關係

等議題，區域立委並未在第七屆時顯著減少質詢，而是因為不分區立

委在第七屆減少這方面的質詢，以致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委，在第七

屆時相較第五屆時，顯著增加高政治議題的質詢，因此假設三（H3-

1 及  H3-2）同樣是部分成立。總而言之，作者發現區域立委的代表行

為在第七屆更積極代表各式各樣的選民，也關注更廣泛地理範疇的

議題，而不是僅代表地方或選區。  

柒、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是國內第一篇分析立法院專案質詢的探索性文章，並討

論選制變遷對於立委在議題的利益分配與地理範疇的代表取向。本

文發現，選制改革前第五屆的區域立委相較不分區立委關注較多的

特殊利益與地方性議題，委任分立存在於 2008 年以前的混合選制時

期，也就是區域立委代表地方利益，不分區立委代表政黨或全國性的

利益。然而，第七次修憲後，區域立委從 SNTV-MMD 變革為單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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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相對多數決制。雖然區域立委同樣在專案質詢中高度關注特殊利

益，不過，實證研究發現，他們顯著增加對普遍利益議題的質詢，甚

至比不分區立委還要增加更多關注。而在不同地理範疇上，區域立委

不僅比不分區立委顯著減少地方性議題的質詢，且觸及更廣泛地理

範疇，像是跨區域性及全國性議題的關注。  

這顯示混合選制原先預期的委任分立，因為區域立委從複數選

區過渡到單一選區，界線變得模糊。吾人反而觀察到，區域立委與不

分區立委在一些代表取向沒有顯著差異，甚至區域立委比不分區立

委更關注普遍利益及全國性利益的現象。這也突顯過去關於混合選

制的研究，多以記名表決檢驗委任分立機制的不足，本研究從立委的

質詢行為反而觀察到委任分立機制不完全在混合選制成立的現象。  

選區規模從複數變革為單一選區，使得區域立委不再只有動機

代表地方選區的選民，而是更積極代表全國各式各樣的選民。作者認

為在複數選區下，由於當選門檻較低，且隨著選區規模愈高，區域立

委愈有動機去追求個人選票（Carey & Shugart, 1995），因此他們僅

需要緊握特定族群選民的支持就足以當選。然而在單一選區下，國會

議員被選民辨識程度高，選民更容易對民意代表的表現進行課責

（Norris, 2004），加上當選門檻高，候選人需要爭取中間選民的支

持（Downs, 1957），因此立委有強烈動機去扮演「全民代表」的角

色，盡可能去代表並滿足選區裡多元族群的需求。  

如果區域立委僅只想代表特定族群的利益，而與社會多數的大

眾對抗，他們在單一選區將難以獲得中間選民的青睞因而落選。即便

立委在質詢中為選區裡特定群族發聲，他們可以將議題包裝成全國

性的議題，以獲得行政部門的重視，因為一旦全國性的問題獲得解

決，同樣也能讓自己選區相同族群的選民雨露均霑。此外，單一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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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政黨的聲望跟形象對區域立委的選情更具左右的關鍵因素，他們

因而更有動機去關注普遍利益及更廣大地理範疇議題的關注。過度

關注偏狹的特殊利益恐怕不利於增加政黨及個人的聲望與形象。  

本研究當然有其研究限制。首先，礙於時間及人力上的成本，以

及基於探索性研究的目的，本文嘗試對過去被學界忽略的專案質詢

進行分析，加上各屆專案質詢數量龐大，因此僅比較第五屆與第七屆

立委的差異，而不能廣泛對各屆次的專案質詢進行分析，是一大研究

限制之一。此外，選制變遷對立委行為的效果究竟只是一次性的衝擊

（shock），還是長久的影響，需要後續持續觀察更多屆的立委。或

許有學者認為可以用隨機抽樣立委的專案質詢，進行更多跨屆的分

析，然而，不少立委的專案質詢數偏少，此作法可能對部分立委的利

益分配及地理範疇取向造成更大的偏差，這也是為何本研究將立委

全部專案質詢進行內容分析。最後，本研究的統計模型排除沒有提出

任何質詢的立委是一限制，不過兩屆立委約一成五左右的立委未提

出任何質詢仍在可以忍受的範圍內。就母體資料來說，85% 左右的

資料納入分析應該不致對推論產生嚴重偏差。  

在未來研究建議上，本研究的成果或許可以作為以人工智慧輔

助訓練電腦判讀的資料，用以對其他屆次的專案質詢文字內容進行

判讀，增進對龐大資料分類上的效率。此外，就質詢內容分析上，本

文僅就利益分配取向，以及該議題所涉及的地理範疇進行分析，或許

未來有興趣的研究者可以做出更有趣的分類。例如 Chiru（2021）將

選區相關的質詢分類成選民請願（petition）、地方活動（ local event）、

地方建設（ local infrastructure）、地方企業（ local business），與地

方組織（ local organization）等分類。當然前提是，研究者必須先回

答是基於什麼樣的理論基礎為何要做出這樣的分類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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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表 A-1   

專案質詢中議題涉及的利益分配取向定義及事例  

  成本負擔  
利益取向  

  分散在多數  集中在少數  

利益

授予  

分散在  

多數  

多數型政治

（a）  

企業型政治  

（b）  

普遍利益  

[（a）+（b）] 

集中在  

少數  

顧客型政治

（c）  

利益團體型政治

（d）  

特殊利益  

[（c）+（d）] 

資料來源：修改自 Wilson & DiIulio, Jr. (2001)。  

說明：  

一、  所謂普遍利益是利益受惠方是不特定多數的一般社會大眾，但

是成本同樣由一般社會大眾負擔（「多數型政治」，majoritarian 

politics），或是由少數團體所負擔（「企業型政治」，entrepreneurial 

politics）。這邊的負擔可以是公帑預算、罰款上的金錢負擔，也

可是個體精神、體力、或責任上的負擔。舉例來說，前者關於民

法上關於繼承權分配公平的討論、交通法規加強對酒駕的罰則、

社區治安的加強等，屬於「多數型政治」；後者如加強對污染環

境的工廠或是違法食品安全的廠商提高罰則等，則屬於「企業型

政治」。  

二、  所謂特殊利益是利益受惠方是少數特定族群，但是成本由一般

社會大眾所負擔（「顧客型政治」，client politics），或是同樣

由少數特定族群所負擔（「利益團體型政治」， interest-group 

politics）。舉例來說，前者如老年農民津貼、軍公教加薪、原住

民社會福利增加、地方公共建設、地方政府預算補助等屬於「顧

客型政治」，因為受惠對象僅有少數特定族群，但由政府透過公

帑來支應；後者如最低基本工資的調漲或每週工時的減少，嫌惡

設施（如焚化爐、殯儀館、核電廠）與地方居民之間的回饋金，

這涉及兩造之間，如勞工與資方、嫌惡設施與地方居民間的利益

或成本負擔，則屬於「利益團體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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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專案質詢中議題涉及的地理範疇定義及事例 

地理範疇  定義  事例  

地方性  (一) 選區議題：發生在

區域立委所在選區； 

(二) 單一地方議題：發

生在單一縣市地方之事

務（適用所有立委）。 

地方公共建設、地方活動經費

補助、地方產業投資、地方社

區發展、鄰里公園綠地、選民

陳情、地區民眾的福利或利益

團體的利益。  

跨區域性  跨區域地理範疇，如數個

縣市或是北、中、南、東

等跨地理範疇。 

跨區性淹水、國家公園管理、

跨縣市公路建設、跨域河川汙

染整治、大台北共同生活圈。 

全國性  全國性的議題。  交通法規、兩性平等、社會治

安、社會福利政策、勞工或軍

公教福利（全國一體適用）、

稅收政策、經濟成長率。  

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議題。  兩岸人民旅遊、共諜、兩岸經

貿往來、台商、大陸配偶及陸

生福利、兩岸大學學歷認證。 

國際關係  涉及國際關係或是國際

上發生的重大事件。  

外交政策、國際貿易往來協

定、邦交國關係、國際組織參

與、海外僑胞事務。  

不 涉 及 地 理 範

疇（同不涉及利

益分配）  

不涉及任何利益分配或

是地理範疇，如行政程

序或政府間關係。  

行政程序、府會關係、中央、

地方政府關係、公職人員貪腐

事件、政府預算監督。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蒐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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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各變數次數分配表 

表 A-3-1  依變數 

各類別質詢  第五屆  第七屆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專案質詢總數  82.8  133.6  76.4  130.0  

利益分配取向      

  普遍利益  25.6  44.4  28.5  54.3  

  特殊利益  33.0  49.1  32.9  49.4  

  不涉及利益分配  24.2  54.1  14.9  41.5  

地理範疇取向      

  選區  10.8  21.1  6.0  16.5  

  單一地方  2.8  6.2  4.8  13.7  

  跨區域性  1.2  2.6  1.5  3.5  

  全國性  43.1  69.7  47.9  82.4  

  兩岸關係  3.3  11.4  3.3  8.3  

  國際關係  2.2  4.8  1.7  5.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蒐集整理自立法院立委問政專輯。  

註：本表含所有中途離職或在職的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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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2 

自變數 

變數  
第五屆  （N=231）  第七屆  （N=128）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代表屬性      

區域立委  168 72.7 86 67.2 

原住民立委  8 3.5 6 4.7 

不分區立委  55 23.8 36 28.1 

政黨      

國民黨  69 29.9 86 67.2 

民進黨  91 39.4 36 28.1 

親民黨  47 20.4 1 0.8 

臺灣團結聯盟  13 5.6 -- -- 

其他（含其他小黨、  

無黨籍）  
11 4.7 5 3.9 

性別      

男性  181 78.3 91 71.1 

女性  50 21.7 37 28.9 

教育程度      

高中學歷以下  38 16.5 14 10.9 

學士學歷  83 35.9 32 25.0 

研究所學歷  110 47.6 82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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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第五屆  （N=231）  第七屆  （N=128）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立委資歷      

一屆（新科立委）  105 45.5 28 21.9 

兩屆  74 32.0 32 25.0 

三屆  21 9.1 24 18.8 

四屆  21 9.1 24 18.8 

五屆  1 0.4 8 6.3 

六屆  5 2.2 7 5.5 

七屆  1 0.4 2 1.6 

八屆以上  3 1.2 3 2.4 

地方派系      

否  140 60.6 84 65.6 

是  91 39.4 44 34.4 

擔任過地方民選公職      

否  87 37.7 52 40.6 

是  144 62.3 76 59.4 

資料來源： 作者自行蒐集整理自立法院立委問政專輯，地方派系資訊延

伸蒐集自林明瑩（2013）。 

註 1： 本表含所有中途離職或在職的立委。 

註 2： 立委資歷的計算方式，如王金平、劉松藩等資深立委，因為他們

從第一屆時，就透過增額立委方式進入立法院，因此增額立委亦

算資歷，這也是為何有立委的資歷超過屆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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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表 5 及表 6 兩屆模型不同代表立委與屆次的邊際效果分析 

類別  邊際效果  標準差  95% 信心區間  

普遍利益     

  不分區立委－第五屆  32.16 0.85 [30.49, 33.82] 

  不分區立委－第七屆  33.59 0.93 [31.76, 35.41] 

  區域立委－第五屆  30.86 0.42 [30.05, 31.68] 

  區域立委－第七屆  35.92 0.72 [34.51, 37.32] 

特殊利益     

  不分區立委－第五屆  33.96 0.88 [32.24, 35.68] 

  不分區立委－第七屆  29.07 0.87 [27.35, 30.78] 

  區域立委－第五屆  41.10 0.44 [40.23, 41.97] 

  區域立委－第七屆  40.15 0.72 [38.73, 41.57] 

不涉及利益分配     

  不分區立委－第五屆  34.68 0.86 [33.00, 36.36] 

  不分區立委－第七屆  20.04 0.72 [18.62, 21.45] 

  區域立委－第五屆  28.90 0.42 [28.09, 29.72] 

  區域立委－第七屆  14.96 0.52 [13.95, 15.97] 

地方性議題     

  不分區立委－第五屆  8.17 0.56 [7.07, 9.26] 

  不分區立委－第七屆  11.63 0.65 [10.35, 12.91] 

  區域立委－第五屆  16.75 0.35 [16.05, 17.44] 

  區域立委－第七屆  10.62 0.42 [9.80, 11.44] 



選舉制度改革與立委代表行為的差異：第五屆與第七屆專案書面質詢的分析 141 

 

 

類別  邊際效果  標準差  95% 信心區間  

跨區域性議題     

  不分區立委－第五屆  3.05 0.38 [2.31, 3.78] 

  不分區立委－第七屆  1.12 0.20 [0.72, 1.51] 

  區域立委－第五屆  1.08 0.09 [0.90, 1.27] 

  區域立委－第七屆  1.89 0.19 [1.52, 2.26] 

全國性議題     

  不分區立委－第五屆  48.53 0.89 [46.78, 50.28] 

  不分區立委－第七屆  49.89 1.00 [47.93, 51.85] 

  區域立委－第五屆  52.34 0.44 [51.47, 53.20] 

  區域立委－第七屆  63.13 0.71 [61.73, 64.52] 

兩岸關係議題     

  不分區立委－第五屆  6.44 0.44 [5.57, 7.32] 

  不分區立委－第七屆  3.54 0.31 [2.94, 4.14] 

  區域立委－第五屆  3.76 0.19 [3.39, 4.13] 

  區域立委－第七屆  3.26 0.25 [2.78, 3.74] 

國際關係議題     

  不分區立委－第五屆  4.93 0.42 [4.11, 5.74] 

  不分區立委－第七屆  2.00 0.22 [1.56, 2.44] 

  區域立委－第五屆  2.29 0.15 [2.01, 2.58] 

  區域立委－第七屆  1.78 0.19 [1.40, 2.1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蒐集整理自立法院立委問政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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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oral System Reform and Differences 

in Legislative Behavior: An Analysis of 

Written Parliamentary Questions in the 

5th and 7th Legislative Yuan 
 
 

Yu-Ceng Liao 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legislators’ 

written parliamentary questions (WPQs) in Taiwan,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electoral reform on representative behavior. The 

shift from a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NTV) in multi-

member districts (MMDs) to single-member districts (SMDs) 

particularly affects regional legislators. I argue that the lower 

electoral threshold under MMDs incentivized these legislators to 

prioritize particularistic interests. However, after electoral 

reform, under the SMDs, the need to appeal to a broader voter 

base has shifted their focus towards more general public interests 

and issues spanning wider geographic scopes.  The study analyzes 

WPQs, which have been overlooked in previous research in 

Taiwan. The study categorizes WPQ content into three interest 

types (particularistic, general, and non-distributive) and five 

geographic scopes (local, cross-regional, national,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indings reveal that 

regional legislators, in both the fifth and seventh terms, 

demonstrate a stronger inclination towards particula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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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s compared to their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PR) 

counterparts. However, in the seventh term, there is a notable 

increase in their attention to general interests. Additionally, while 

these legislators predominantly focus on local issues, there is an 

observed expansion in their engagement with cross -regional and 

national matters in the seventh term. This shift suggests a 

transition from being predominantly “regional representatives” to 

“catch-all representatives” in the post-electoral reform era, 

reflecting a broader concern for general interests and a wider 

range of issues in their WPQs.  
 
 

Keywords: mandate-divide, written parliamentary questions, electoral 

system, electoral reform,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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